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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以赛亚·柏林的“两种自由”
马翰林 付志勇

（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湖北·武汉 430074）

摘 要 以赛亚·伯林的“两种自由”概念的主要目的

不是为了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并批判后者而倡导

前者，而是为指出众多价值之间的不可公度性，进而明

确指出一元论是导致不同的自由与价值被误解的罪魁

祸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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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赛亚·伯林是 20 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

史家，他提出的“两种自由”观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，前

者是“摆脱⋯⋯”的自由，后者是“成为⋯⋯的”自由，伯林的这

一区分对后来的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下面我们将

对这一概念进行分析。

以赛亚·伯林从来就没有认为“摆脱⋯⋯”的自由与“成

为⋯⋯的”自由是两种没有关联的对自由的解释。但是他一

直都就没有把重点放在对这两个概念的逻辑区分上。他将这

两种自由冲突对应于两种政治理论或政治运动的冲突。因此，

相对于他在文章《两种自由概念》开篇部分的最后一段给出的

两种自由的定义，下面的语句更为重要：“我的意思是，理解这

些运动或冲突，首先就是理解包含在它们中的生活态度或观

念”，“这些争端中最大的一个，是两种观念体系间的公开战斗，

两种观念体系对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政治核心问题，即服从

与强制的问题，做出各种不同而又相互冲突的回答。‘为什么

我（或任何人）必须服从另一些人？’‘我为什么不能如我所愿

地生活？’‘我必须服从吗？’‘如果我不服从，我会被强制

吗？’‘又由谁来强制、强制到何种地步、以什么名义、为着什

么目的进行强制？’”①

在《自由四论》的导论中，他又一次明确将消极自由看作

对“强制到何种地位”这一问题的回答，而将积极自由作为“由

谁来强制我”的回答。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答案讲的明确一些，

即对于前一个问题来说，一个直接的回答应该是，人起码应当

保留一个最低限度的不可侵犯的自治区域，而这个区域的范

围或者说表现形式没有限制；对于后一个问题，伯林认为是一

个柏拉图式的回答，即“真实自我”，其表现形式没有限制。我

们就会发现实际上这是两种没有固定表现形式的自由，这就

首先回答了一个关于这两种自由孰好孰坏的急切追问，即在

理论上两种自由都既可能有“好”的表现形式，又有“坏”的表

现形式。如果我们将经验现象作为通达这一表现形式的可靠

途径的话，下面的例子就是重要的：例如消极自由即可以导致

某种“放纵”的经验结果（在康德看来这是“个体的执意”所导

致的坏结果），又可以导致关于对权力的维护的一系列经验结

果；而积极自由则既可以是追求目的（善）的手段（如穆勒认为

其是且只是追求幸福的手段）——当然其本身也可以被当作

目的，例如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就可以被当作类似的东西（反

正不能被当作手段），又可以因滥用——即伯林所说的神话权

威——而走向其反面。

当然，这只是一种并非完全以追寻真理为目的而作的区

分，不过其依然可以帮助构成作为价值不可公度性的一个说

明，当然这只在两种自由各自内部的一种不可公度性，比如，

不同时空、文化、环境等背景下的人对于同样一种法律所允许

的消极自由范围的态度可能是不一样的，显然路加人和英格

兰人在这一点上会存在质的差异（至少在霍布斯看来是这样）。

关于这一点，伯林在《两种自由概念》第一部分（消极自由部分）

的最后有一个很长的注释（见《自由论（〈自由四论〉扩充版）》，

第 199页，注释 19），不过这只是用来解释消极自由内部的不

可公度性；而在积极自由内部，也起码存在着两种不同态度，

一种是自我克制的态度，即是为了获得独立而采取的态度，另

一种是自我实现或完全认同于某个特定原则或理想的态度，

即是为了获得完全相同的目的而采取的态度。前者的理论代

表是斯多亚学派，而后者则包含启蒙运动以来众多理性主义

者的理论姿态，如黑格尔。似乎在某些时候，消极自由和积极

自由之间会形成此消彼长的态势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似乎

就可以反过来直接把其中某一自由内部的表现形式不可公度

性转换成为两种自由之间的形式不可公度性。

实际上两种自由之间的不可公度性是伯林论文的重点之

一，他似乎并没有明确给出以上观点，但我们可以在他对积极

自由的描述中发现这一点，在“退居内在城堡”一节中，伯林论

述了一种康德式的自由，即将使人之为人的终极价值设定为

自由意志的尊严，而对这种自由意志的尊严追求方式实际上

确定了这一类态度的特征，即全然回归不理睬功利后果的自

律精神世界，正是这一特征使得其更多是一种道德信条而很

少是政治信条。这种外显软弱实则内在桀骜不驯且十分坚韧

的信念，实际上导致了对消极自由之追求的放弃，这是一种体

现在个体内部的对抗。在“自我实现”一节中，伯林提到了某

些比康德更进一步的理论，这种“更进一步”可能体现在将理

性的力量以及相应拥有者的权力推至决定积极自由之达成的

王位上这一点。这一点也直接导致积极自由从个体内心被推

广到整个社会，民族，国家。这把两种自由的矛盾从主体内部

带入了主体与共同体之间，这样矛盾就以一种外显的形式表

现出来，伯林在此处加重了笔墨，“那些相信自由即理性的自

我导向的人们，或早或晚，注定会去考虑如何将这种自由不仅

运用于人的内在生活，而且运用由于他与他的社会关系中其

他成员的关系。”②他认为正是这一过程导致了雅各宾派的政

治信条。因此法国大革命的悲剧无疑就是对这种自由观念的

极端运用的结果。毫无疑问在这两个历史时（下转第 82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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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；多巧利已兴事用，未若寡私欲以息华竞。故绝司察，潜聪

明，去劝进，减华誉，弃巧用，贱宝货。唯在使民爱欲不生，不

在攻其为邪也。故见素朴以绝圣智，寡私欲以弃巧利，皆崇本

以息末之谓也。”显而易见，从上面这段话可以得出道家“自然

性善论”的结论。

老子说话比较朴实，庄子则是刁钻，甚至很多时候说反

话，只是为了达到批驳的目的。“盗亦有道”是庄子的观点，跖

之徒问与跖曰：“盗亦有道乎？”跖曰：“何适而无有道耶？夫

妄意室中之藏，圣也。入先，勇也。出后，义也。知可否，智

也。分均，仁也。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，天下未之有也。”④

在他看来，具备五点方能成为大盗。偷窃之前，判断情况以决

定是否可以下手，为智；能猜出房屋财物的所在，为圣；行动之

时，一马当先，身先士卒，为勇；盗完之后，最后一个离开，为

义；把所盗财物公平分给手下，为仁，这是我所承认的。盗亦

有道，恰好证明了道德根植于人性。很简单的一点，强盗也痛

恨分赃不均，这跟孔夫子的“忠恕之道”并没有违背。庄子的

思想还是重在出世的一面（所以后来跟佛教结合变成了禅

宗），他的治国之术“无为之治”。⑤在道德层面，庄子的逍遥游

就是“至善”，所谓至善，必然是超出善恶的，也就是说，是超越

善恶，而不是否定。

善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质和核心价值。这一核心

价值的形成，与儒学的长期浸润密切相关。然而，我们讨论中

华文化中善的思想时，也决不能忽略道家。道家虽以探索宇

宙本原之道为其哲学旨趣，但其最终落脚点仍然在人道上，在

思考社会与人生的本质时，道家同样是求善的，这一点在老子

思想中有典型的体现。⑥在人性问题的剖析上，人性本善也是

道家自然性善论的典型体现。

现代人之所以纠结于于善恶之辩，就是不明白什么是

“性”，或将“情欲”也归于人性，所以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分不

清，辨不明。就像我们说的一物之“属性”，“性”必然是“向来

如此”、“不可变易”的，可以改变、今天这样明天那样，就不能

叫“性”。人之情欲，正是一天一个模样，如风中扬尘，飘无定

向，必得尘埃落定，方见亘古如一的朗朗乾坤，这才是“天命之

性”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一无所得。

注释
① 杨伯峻.孟子译著·公孙丑章句上.北京：中华书局,1984:79-80.

② 杨伯峻.孟子译著·告子章句上.北京：中华书局,1984:259.
③ 杨伯峻.孟子译著·尽心章句上.北京：中华书局,1984:307.

④ 陈鼓应.庄子今注今译·外篇.北京：中华书局,1983:255.
⑤ 陈鼓应.庄子今注今译·内篇·应帝王.北京：中华书局,1983:227.

⑥ 刘固盛.论老子之善.北京：光明日报,2009.7.

（上接第 78页）期个人自由（不论是个人消极自由还是个人的

某种与共同体所希望你拥有的蕴含着具体内容的理念不同的

积极自由）遭受了极大破坏。在这之中的共同体自由理念在

理论上被描述成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某种积极自由导致结果，

一旦其形成，它就会以强大的强制手段去抹杀一切与其相悖

甚至只是不符的自由，而不管其是否与其同源。

正是从对于这一历史现象的理论分析中，伯林导出了他

对价值一元论的批判。在柏林看来，价值一元论无非是出自

对于乌托邦式的和谐的幻想，并认为会出现一种统御一切价

值而领导（或融合）它们走向这一幻想。这种一元论在当代的

表现形式无非是一种泛理性主义，在政治上其很容易被极权

主义所利用，从而堂而皇之的要求个体为集体牺牲自己。正

如伯林在文章开头所说的，作为一个理论家，他需要做的就是

摧毁这种血腥的政治现象的理论基础，从而保证其不再以该

理论之名来以一种对人类来说可能代价最为高昂的方式摧毁

价值。因此就必须通过价值的不可公度性，来将人们的注意

力引向对价值屠戮或消减的控制。单从这一目的而言，消极

自由并非必然要被倡导的一种价值，法国大革命的无政府状

态导致了对“摆脱⋯⋯的自由”不限制（当然在柏林看来这也

可能是某种积极自由被滥用的结果），结果同样是一种多数价

值遭受屠戮的情形。然而盎格鲁—撒克逊传统下的消极自由

却绝对不会倾向于诉诸动乱的无政府主义。他们强调法律是

对消极自由的限制，却也从来都不否认法律会导致自由总量

的增加，功利主义传统的优势可能就在于其不会导致极端主

义。因为当某一社会的弱势价值被逼迫到要通过破坏其他价

值来维持生计的时候（当然这里可以建立一套合理的预警机

制），总体功利就会下降，社会就会自动转向对这一价值的保

障。所以伯林所提倡的至少是一种对于消极自由的关注，这

不论是对合理（“好的”）消极自由的保护，还是对不合理（“坏

的”）消极自由的抑制都有好处。

以上对以赛亚·伯林的自由观的论述表明，我们不仅需要

对“两种自由”这一概念进行多维度，并带有历史眼光的深层思

考，更需要以此为契机去理解伯林乃至整个自由主义传统对不

可公度之善的强调，进而进入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中。

注释
①②[英]以赛亚·伯林.自由论（《自由四论》扩充版）.胡传胜,译.译林出版社,2003:

188.21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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